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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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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法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形成

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规律。 结果发现:⑴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处于高水平状态,且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发生

微妙的调整;⑵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女生道德治理能力水平显著高于男

生,且随年级升高而呈增长的趋势;⑶道德敏感性、道德推脱并行并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

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依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提升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的教育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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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 ,从而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显然,“中国

之治”对于推进高校制度建设,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2] 。 同时,《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又专门就如何完善高校内部治理进行了结构性的

阐释[3] 。 可以认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高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优先

选择,也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保障[4] 。 事实上,高校只有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才能真正建设成为“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也才能真正地凸显

出中国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的显著优势。 可以认为,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高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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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整个教育治理的核心要义。
如何培养人才,尤其是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均有明确阐

述,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高校的根本使命。 即在人才培养

的规范上,德为先,先立德后树人,把德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首要因素和行动指南。 新时代大学生

作为高校教育的基本对象,以及德才兼备人才培养的主体,他们自身的道德发展水平决定着人才培

养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也决定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教育事业根本问题的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对新时代大学生自身道德治理能

力研究,科学分析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的内在心理发生机制和规律,进而为破解高校德育工作难

题,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推进“双一流”建设拓展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途径。

二、相关研究及学术进展

自 2011 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 [5] 以来,“道德治理”逐渐成为学

术界研究的热词。 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思想,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内容之一的

道德治理也由此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但是,道德治理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

定义和标准,学者们仅仅是从不同学科或不同理论基础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目前对道德治理

概念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释:(1)手段性解释,把道德治理理解为“用道德来治理国家”;(2)对象性

解释,把道德治理理解为“对道德进行治理”;(3)综合性解释,认为道德治理是“用道德来治理”与

“对道德进行治理”的统一[6] 。 学者周中之认为,对道德治理内涵的解释不应有绝对的区分和界限,
关键在于弄清道德治理放在什么语境下使用,其内涵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7] 。 与之不同的

是,笔者认为道德治理的内涵不仅受到具体语境的影响,也受到其使用场域的影响,在国家和社会

层面,道德治理偏重于“用道德来治理”;在个人层面,道德治理应偏重于“对道德进行治理”更为稳

妥、更符合实际。
道德治理在内涵主体和过程上涉及“由谁治” “治什么” “如何治”三个方面[6] 。 对个体道德治

理而言,可以确定道德治理是由个体所治,但“治什么”“如何治”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道德治理作为

人类的一种对象性实践活动[8] ,是主客体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 在个体道德治理主体已确定

的前提下,其客体是什么? 这是一个关乎主客体间实践活动顺利实施及后续发展的前置性条件。
目前学界对道德治理客体基本划分为“突出道德问题”“社会中的道德问题”“不道德现象”和“社会

问题与道德问题”三个方面[8] 。 通过对其进行具体的关系性分析,可以看出不论何种划分,基本上

都把道德问题或不道德现象视之为道德治理的客体或对象。 同时,道德是为人而设的,人是道德的

主体,道德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问题[8] 。 离开了人这一现实的主体存在,则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

分,所以道德治理的客体最终指向不道德的人。 但从整个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道德治理的客体仅

仅指不道德的人确实太过狭隘,毕竟不道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只是少数存在,它还应涉及对不道德

的人之外的他者的道德治理以及道德自身形成过程的治理,这样才更为全面和系统。 同时,“如何

治”作为道德治理问题中的治理核心和关键[6] ,必须弄清其发生过程和内部运作机理,才能实现个

体对道德的真正治理和绝对掌控。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研究均从理论角度对道德治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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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进行理论建构和价值分析,还未有从个体自身和道德本体角度进行实证性研究,因此使得现有

研究成果仅限于在理论层面上对道德治理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充实,缺乏对道德治理发生机制或机

理的数理性支撑,存在陷入“理论陷阱”的危险,不利于研究结果的推广和使用。 在具体的道德治理

过程中,由于个体会依据治理的对象和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及变化而不断地进行相应的选择,因此使

得道德治理成为一种正当的、适度的权衡与选择[9] 。 在这一权衡与选择过程中,个体会依据自身的

道德认知形成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和判断,且还会依据自身所处的情境对事件作出“客观应当”或“主

观应当”的反应,其道德认知会主导着道德过程的发生,其情感调节着道德过程的发展走向。 基于

此认识可以认为,个体的道德形成是在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信仰)上基于外在情境线索发生变化

时的道德考量而作出的相应道德治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目的在于尝试从大学生对自身道德“如何治”的角度来研究其道德治理

能力,并探索这一过程的实质与发生机制。 研究首先选用道德基础量表来评估个体的道德认知,以
修改后的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和 Fat
 

man 两种电车难题以及道德敏感性量表来评估道德情境线

索,以道德推脱量表来评估个体的道德考量;其次,通过大学生的道德基础、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脱

对其道德行为治理产生的内在影响机制模型建构,对大学生的道德治理进行数理性研究,以此探寻

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的内在心理发生机制和规律。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华东地区 9 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别在大一、大二和大三三个年级发放

1
 

800 份问卷,最后回收问卷 1
 

758 份,剔除无效问卷 87 份,共获得有效问卷 1
 

671 份。 其中男生

675 人,女生 996 人;大一学生 557 人,大二学生 578 人,大三学生 536 人。 本研究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21. 53 岁。
(二)研究工具

电车难题在通用的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和 Fat
 

man 两个问卷基础上进行改动,在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中先是设置主道上 5 个陌生人,岔道上的人分别为陌生人、熟识的人、朋友、亲戚、家人;其
次设置被试本人被绑到岔道上而且扳道开关由自己控制,主道上的 5 人分别为陌生人、亲戚和家人

两种情况;再次设置主道上是 5 个年老体衰的老人,岔道上分别为 1 个、2 个、3 个、4 个年轻人四种

情况。 在 Fat
 

man 中先是设置人行桥上的胖子分别为陌生人、熟识的人、朋友、亲戚、家人,轨道上的

5 人为陌生人;其次设置被试为胖子,轨道上的 5 人分别为陌生人、亲戚和家人两种情况。 本次测量

中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和 Fat
 

man 的 α 系数分别为 0. 68 和 0. 71。
道德基础问卷采用 Graham 等人编制的《道德基础问卷》 [10] ,问卷将道德基础分为五组:关爱 /

伤害、公平 / 欺骗、忠诚 / 背叛、权威 / 颠覆、圣洁 / 堕落,共 32 个条目,采用 5 点评分方式,从 1 分(一点

也不一致)到 5 分(非常一致)。 总分越高代表道德基础水平越高。 本次测量中问卷整体的 α 系数

为 0. 89,各分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76~ 0. 87。
道德敏感性问卷采用芬兰学者 Kiris 等人编制的《道德敏感性问卷 ESSQ》 [11] ,问卷将道德敏感

性分为七个维度:识别和表达情感、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在乎与他人交往、处理人际与群体差

异、控制社会偏见、形成解释并作出选择、识别行为和选择的结果,共 28 个条目,采用 5 点评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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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分(一点也不赞同)到 5 分(非常赞同)。 总分越高代表道德敏感性水平越高。 本次测量中问卷

整体的 α 系数为 0. 86,各分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68~ 0. 85。
道德推脱量表采用 Bandura 等人开发的《道德推脱量表》 [12] ,量表将道德推脱分为委婉表达、道

德合理化、责任转移、有利比较、责任扩散、推诿归因、歪曲结果、非人化八个维度,共 32 个条目,采用

5 点评分方式,从 1 分(一点也不赞同)到 5 分(非常赞同)。 总分越高代表道德推脱水平越高。 本

次测量中问卷整体的 α 系数为 0. 91,各分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78~ 0. 89。
道德治理能力问卷为自编问卷,包括对志愿服务、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举报考试作弊行为和检

举作业抄袭行为四种情景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出现时,大学生会不会做的一种倾向性的测量,采用

5 点评分方式,从 1 分(一点也不赞同)到 5 分(非常赞同)。 问卷总分为 4 个项目分数的总和,总分

越高代表道德治理能力水平越高。 本次测量中问卷整体的 α 系数为 0. 85,各分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74~ 0. 8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X2 / df = 3. 13,GFI = 0. 95,RMSEA = 0. 052,NFI = 0. 94,CFI =
0. 97。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程序为:把纸质版问卷通过快递方式快递给各高校事先联系好的辅导员,按照事先设

计好的调查程序由辅导员对所管理的班级学生进行随机分层抽样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好后再由辅

导员当场收集,然后快递给研究者。 本次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 SPSS20. 0 和 Amos17. 0 软件。

四、调研结果分析

(一)两种道德困境下大学生道德行为治理结果的描述性研究

研究表明,在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道德困境下,大学生作出功利主义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70. 4%,作出道义论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11. 2%,不作为的人数为 18. 4%;而在 Fat
 

man 道德困境下,
大学生作出功利主义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38. 4%,作出道义论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31. 9%,作出不作为

选择的人数为 29. 6%。 在控制主干道 5 人为陌生人,岔道的 1 人或人行桥上的胖子为陌生人、熟识

的人、朋友、亲戚和家人时,在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道德困境下,大学生作出功利主义行为选择的

人数呈逐渐减少趋势,由占总数的 70. 4%逐渐减少为 32. 5%、19. 3%、17. 6%和 4. 2%,作出道义行为

选择的人数呈逐渐增加趋势,由占总数的 11. 2%逐渐增加为 33. 1%、43. 9%、45. 2%和 63. 3%,不作

为的人数百分比由在岔道上 1 人为陌生人的 18. 4%,逐渐增加为 34. 4%、36. 8%、37. 3%和 32. 5%;
而在 Fat

 

man 道德困境下,大学生作出功利主义行为选择的人数也呈逐渐减少趋势,由占总数的

38. 4%逐渐减少为 23. 9%、13. 7%、12. 2%和 7. 3%,作出道义论行为选择的人数也呈逐渐增加趋势,
由占总数的 31. 9%逐渐增加为 44. 0%、51. 1%、50. 8%和 59. 1%,不作为的人数百分比由在岔道上 1
人为陌生人的 29. 6%,逐渐增加为 32. 1%、35. 3%、37. 0%和 33. 5%。 当主干道上的 5 人为年老体衰

的老人,岔道上的 1 人为 1 个、2 个、3 个、4 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时,大学生作出功利主义行为选择

的人数呈逐渐减少趋势,由占总数的 28. 6%逐渐减少为 21. 0%、12. 8%和 6. 0%,作出道义论行为选

择的人数呈逐渐增加趋势,由占总数的 40. 6%逐渐增加为 44. 6%、54. 2%和 62. 2%,不作为的人数由

占总数的 30. 8%增加为 34. 4%、32. 9%和 31. 8%。 但当岔道上的 1 人或人行桥上的胖子为被试者本

人,主道上的 5 人为陌生人、亲戚和家人时,在 Bystander
 

at
 

the
 

switch 道德困境下,大学生作出不扳

控制器,撞死 5 个陌生人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33. 4%,撞死自己的亲戚和家人的占 3. 3%;作出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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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撞死自己行为选择的人数分别为 38. 0%和 80. 1%,作出不作为选择的分别为 28. 6%和 16. 5%;
而在 Fat

 

man 道德困境下,大学生作出不跳下去,撞死 5 个陌生人行为选择的人数为 36. 7%,撞死自

己亲戚和家人行为选择的占 2. 3%;作出跳下去,撞死自己行为选择的分别为 31. 7%和 77. 3%,作出

不作为选择的人数分别为 31. 7%和 20. 4%。
(二)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的一般特点

由表 1 统计结果可知,大学生的道德基础平均得分为 3. 436
 

7,道德敏感性平均得分为 3. 811
 

9,
道德治理能力平均得分为 4. 436

 

0,三项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道德推脱平均得分为 2. 308
 

9,低于平

均水平。
表 1　 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的一般特点

道德基础 道德推脱 道德敏感性 道德治理能力

M±SD 3. 4367±0. 42314 2. 3089±0. 51378 3. 8119±0. 45825 4. 4360±0. 63379

　 　 (三)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的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差异比较

由表 2 可知,大学生在道德基础(T= 51. 146,P = 0. 000)、道德敏感性(T = 13. 805,P = 0. 000)和

道德治理能力(T= 11. 054,P= 0. 001)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道德推脱(T = 1. 144,P = 0. 285)上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在道德基础、道德治理能力上,男生显著低于女生;在道德敏感性上,男生

显著高于女生。 在道德基础(F = 8. 536,P = 0. 000)、道德推脱(F = 4. 425,P = 0. 012)和道德治理能

力(F= 11. 467,P= 0. 000)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道德敏感性(F = 4. 760,P = 0. 009)上因方差齐

性不齐,所以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在道德基础、道德推脱和道德治理能

力上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大学生道德基础在大一、大二和大三三个年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差

异,且随年级增长而呈升高的趋势;大学生道德推脱除大一和大二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余年级间

差异均显著,且随年级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在大一、大二和大三三个年级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且随年级升高而呈增长的趋势。
表 2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的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差异比较

被试群体 道德基础 道德推脱 道德敏感性 道德治理能力

M±SD

男生

女生

大一

大二

大三

3. 3985±0. 50935***

3. 4715±0. 32236***

3. 3514±0. 4727***

3. 4590±0. 39479***

3. 5401±0. 37168***

2. 4088±0. 53946

2. 2181±0. 47196

2. 3663±0. 61217*

2. 3092±0. 46814*

2. 1889±0. 40699*

3. 8497±0. 51701***

3. 7775±0. 39494***

3. 8499±0. 49329

3. 7625±0. 43924

3. 8961±0. 42757

4. 4011±0. 69073***

4. 4677±0. 57630***

4. 3131±0. 72354***

4. 4451±0. 60690***

4. 6606±0. 42834***

　 　 注:∗P<0. 05;∗∗
 

P<0. 01;∗∗∗
 

P<0. 001。 后表同。

(四)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相关分析

为检验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四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进

一步检验道德敏感性、道德推脱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首先必须要对四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道德基础与道德敏感性、道德治理能力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道德基础、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道德敏感性与道

德治理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四者之间两两相关显著,这一结果预示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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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结果见表 3。
表 3　 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的相关分析

变量 道德基础 道德推脱 道德敏感性

道德基础

道德推脱

道德敏感性

道德治理能力

1
-0. 147***

0. 349***

0. 400***

1
-0. 221***

-0. 350*** 1
0. 574***

　 　 (五)大学生道德基础和道德治理能力之间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本研究首先验证道德推脱和道德敏感性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过程中是

否存在多重中介效应,采用 Amos17. 0 软件进行验证,最终验证获得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卡方自

由度比值= 13. 231>3. 000,RMSEA 值= 0. 203>0. 080,这一验证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和道德敏感性在

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影响过程中不存在多重中介效应。 之后的研究主要验证道德推

脱、道德敏感性分别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中介效

应模型采用 Baron 和 Kenny 的中介效应分析步骤进行验证[13] 。
表 4 显示,在检验道德敏感性是否对大学生道德基础与道德治理能力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过程

中,发现在模型 1 中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349,P<0. 001);在模

型 2 中,大学生道德基础(β = 0. 400,P <0. 001)、道德敏感性(β = 0. 547,P <0. 001)分别对其道德治

理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3 中,由于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中添加

了道德敏感性因素,使得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值 β 从 0. 400 减至 0. 227,从解

释道德治理能力总变异的 16. 0%增至为 37. 4%,且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治理能力显

著相关,因此可以判断出道德敏感性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在检验道德推脱是否对大学生道德基础与道德治理能力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过程中,结果发现在模

型 1 中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推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0. 147,P <0. 001);在模型 2 中,大学

生道德基础(β = 0. 400,P<0. 001)、道德推脱(β = -0. 350,P <0. 001)分别对其道德治理能力产生显

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在模型 3 中,由于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中添加了道德

推脱因素,使得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值 β 从 0. 400 减至 0. 356,从解释道德治

理能力总变异的 16. 0%增至为 24. 6%,且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与道德治理能力显著相关,同
样可以判断出道德推脱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影响中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 4　 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MS MD MG MG MG MG MG MG

MF 0. 349*** 0. 400*** 0. 227***

MF -0. 147*** 0. 400*** 0. 356***

MS 0. 547*** . 494***

MD -0. 350*** -0. 298***

R2 0. 122 0. 022 0. 160 0. 329 0. 160 0. 122 0. 374 0. 246
ADJR2 0. 120 0. 020 0. 158 0. 328 0. 158 0. 121 0. 372 0. 244

F. change 96. 052 15. 326 131. 680 339. 762 131. 680 96. 725 206. 971 113. 095

　 　 注:MF 为道德基础;MS 为道德敏感性;MD 为道德推脱;MG 为道德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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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及其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有三个方面:⑴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处于高水平状态,且随着情

境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调整;⑵大学生道德治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女生道德治理

能力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大一学生、大二学生和大三学生的道德治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且呈随年

级升高而增长的趋势;⑶道德敏感性、道德推脱并行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对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者自身研究经验,尝试做出合理解释并提出治理

策略建议。

(一)讨论

第一,从对两种道德情境下大学生作出的道德行为治理描述性分析结果看,大学生在面对道德

问题进行道德治理时,通常会采取两种形式的道德治理策略:一种是看重行为结果利益最大化的功

利性道德治理;一种是看重道德权利和义务的道德治理。 不同情境下,大学生会依据变化了的道德

情境作出相应的道德治理选择。 在“附属伤害”情境下,大学生更偏向功利化道德治理;在“工具性

伤害行为”情境下,大学生更偏向道德权利和义务的道德治理。 这与 Schaich-Berg 等人的研究结论

一致,在面对作为手段的伤害时会引起个体的情绪反应,在面对无法避免的伤害时会引起个体的认

知反应[14-15] 。 这一结论可以从两种道德困境中大学生道德治理结果的比较中进行验证。 但在具体

情境发生更细微变化特别是个体的情感卷入度(与大学生社会关系亲密度)增强时,大学生更倾向

于采用关爱原则去进行治理,依据社会关系亲密度的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治理行为。 人际优势效应

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亲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具有积极的、正向的人格品质[16] 。 这与 Nicholas 的研究

结果一致,他认为人类道德治理在没有偏袒的情况下更多地受其道德基础的影响,但在特定情境

中,偏袒会促使个体道德治理更倾向于因外在情境变化而做出动态协调[17] 。

第二,大学生群体道德治理能力水平高于一般社会群体水平。 可能因为:⑴大学生作为整个社

会相对高认知群体,所接受的道德理论较多,对道德认识较为深刻,同时又较少地体验到社会情境

的复杂性,还没有受到社会中一些不良习气的浸染,因此使大学生在面对道德问题进行道德治理

时,他们更多地停留在理论逻辑层面,依然坚持从公正、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加强对自身道德的治理。

⑵相对于其他群体,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较高,高道德认知又进一步促使大学生对道德治理有更深

层的认识和理解,致使其道德信仰水平也随之增高。 同时高道德认知必然会带来大学生对其道德

治理的高度敏感,促使大学生对道德治理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细微处感受到个体道德治

理能力的提升对国家、社会和个体的有益之处,这必定会进一步促使大学生更加关注个人道德治理

能力的提升,在这种交互作用影响下,大学生更倾向于获得高水平的道德治理能力。 ⑶在日常生活

实践中,大学生在面对或处理涉及道德的问题时,因拥有较高的道德认知能力,必然会逐渐养成较

高水平的道德理性,使其在具体的道德问题情境中,能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行为影

响,减少个人的道德推脱行为,更加积极面对和处理道德问题,因而其道德治理能力与水平高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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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社会群体水平。

第三,大学生在道德治理能力水平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这可能因为:⑴男女躯体上的差异,

使得女生在处理涉及道德的社会问题时,更能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思考道德问题,更倾向于采取正

当的、符合社会期望的道德治理行为,因此使其道德治理能力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⑵社会性别角色

定位导致在对一个道德事件的处理上,社会对男性要求更高、更苛刻,随之而来造成的压力也越大,

必然导致男性在道德敏感性上被迫比女性更敏感,以利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能更好适应和生存,这

将会导致男生在对问卷中道德治理问题的反馈上比女生更为保守和谨慎,因此从数据结果上得出

大学生在道德治理能力水平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的结论;同时,女性在对涉及道德问题的处理上,

更愿意着眼于细微之处,加上女性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或者表现出更有同情心,因而使女生在道德

治理能力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第四,大学生在道德治理能力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整体呈现出随年级升高而增长的趋

势。 这可能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在整体认知水平上呈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其道德认知水

平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必然促使大学生对外在道德事件的认识更加理性和敏锐,自身在道

德事件中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也会更加明晰,因此出现大学生在道德治理能力水平上会随着年

级的升高而不断增长的现象。

第五,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虽然道德敏感性、道德推脱并行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

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但两个中介效应还是存在差异的。 道德敏感性在大学

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关系中,由于道德敏感性因素的参与使得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

道德治理能力的预测力水平下降显著,从预测力 40%下降到 22. 7%,整整下降了 17. 3%,由此可以

看出道德敏感性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中存在较强的负性中介效应。 同时因为

大学生道德基础、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治理能力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敏感性在

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影响中不仅没有提升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力,而且还存在着

消解或减弱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响力,可见道德敏感性水平太高对个体的整体道德治理能力的形

成不是一件益事。 这可能跟大学生在道德情境中因其具有高度的道德敏感性而对事件本身进行误

判或对事件后果影响程度估计过高所导致。 而道德推脱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影

响关系中,由于道德推脱的参与使得大学生道德基础对其道德治理能力的预测力水平下降,但下降

的速率变化不大,仅下降了 4. 4%,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推脱在大学生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的影

响中起到较微弱的中介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群体,自身的高认

知性、高理论性、高社会责任感,赋予了大学生在对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更倾向于对事实本身以及对

事件和自身行为负责的一种正当的道德治理,因此使得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整体水平低于一般水平,

也因此在其道德基础对道德治理能力影响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作用有限。

(二)建议

第一,加强大学生道德认知领悟能力培养,提高其道德治理意识。 在大学生日常道德教育中,

一方面需要教师在课堂中采用符合大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把道德知识理论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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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大学生的内在道德认知系统中,加深大学生对道德基本规范和原则的认同,进一步内化成自身

道德信仰和德性,从而提高大学生对自身道德治理的意识,使其成为指导大学生以后道德行动的内

在动机和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把大学生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引领性作用和方向性作用,使道德教育的内容更

加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进而内化成大学生自身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品性。

同时,也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滋养大学生的个人德性,引导大学生崇德向善。

第二,提高大学生对道德问题的辨别处理能力,强化其道德治理实践操作能力。 在常规的道德

内容教育中,教师不要一味地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基础理论知识的灌输,要围绕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

涉及道德问题的真实事例进行多元道德问题情景设置,让大学生充分展开道德想象,进行相应的角

色扮演和实践体验,以设身处地置于问题情境和问题实践中,尝试着运用课堂中所学的道德知识规

范和原则去对所涉及的道德命题进行理解、推理和判断,以培养大学生对不同情境下道德问题的辨

别、判断、推理和处理能力。 同时也要将大学生的道德敏感性能力控制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这是

因为道德决策的形成取决于个体道德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且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一个恰当的道

德敏感性能力,以便个体能够感受到特定道德实践情境中事件的道德性,并能作出迅速的、相应的

回应[18] 。

第三,强化大学生道德想象力和道德敬畏意识,以提升和控制其道德敏感性。 在日常的大学道

德教育课堂中,不仅要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认知领悟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辨别处理能力,而且也要强

化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想象力和对道德的敬畏意识。 这是因为:首先,道德想象力能帮助大学生在抽

象的道德规则与具体的生活实践之间形成敏锐的联系,深化大学生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的“适度”和

对行为可能后果的预示;同时可以促进大学生对道德情境进行多角度的考察,深入他人的内心情

感,设身处地对他人的处境保持高度的道德敏感性,最终促使个体作出正确的道德治理选择[19] 。 其

次,道德敬畏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心对道德律或道德规则的敬畏,是‘惟一真正的道德情感’” [20] 。

在这种情感作用下,个体将会把实践理性活动作为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并以道德律为指导履行自己

的道德义务,规范自己的道德治理,这不仅可以将大学生道德敏感性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也可

以以此消解因道德推脱这一内在特质带来的负性效应[21-22] 。

第四,培养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提升其法治意识水平。 离不开法治,德治只有在完善的法治基

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德治,这是因为很多社会行为在违背社会道德的同时,其本身也是违法的,所

以“良好的道德行为不仅需要道德本身所具有的他律性力量(社会舆论)来维系,同时也需要诸如法

律、规章、制度等其他各种社会性的他律力量来加以维护和强化,否则道德治理就可能流于表面而

达不到真正切实的成效” [23] 。 因此在大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不仅要传授道德方面的相关知识,而

且还要传授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使大学生具有正确的法制认知和较高水平的法治意识,知其可为

和不可为。 这也与“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始终保持个体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

向,并使其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是一致的。

第五,引导大学生学习社会道德模范事迹,充分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引领和激励作用。 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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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道德教育和各种社团活动中,教师、社团活动的举办者和负责人要有意识宣讲年度社会道德模

范事迹,向大学生传达优秀道德所指向的内容,给大学生以衡量的标尺,将虚幻的道德真实地反映

在大学生的心中,以增强道德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24] 。 通过对这些社会道德模范个人事迹的学

习,让大学生模仿社会道德模范,从而促使大学生的品德与其所模仿的社会道德模范的品德相近、

相似乃至相同,从而提升大学生个人道德治理的有效性[25] 。

本文研究结果正如海特所言,“道德判断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模式,它是关于直觉、

推理和社会影响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的和动态的道德治理模型[26] ”。 在这种复杂的动态道德治理

过程中,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的道德治理朝着“公平正义的、为全人类谋幸福的”

方向发展,避免其道德治理朝着“私利的、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方向发展,从而真正实现我国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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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ndergraduates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explored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rules
 

of
 

undergraduates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through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keeps
 

a
 

high
 

level 
 

and
 

it
 

will
 

adjust
 

subtly
 

as
 

the
 

situation
 

changes 
 

2 
 

the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grade 
 

girls
 

are
 

higher
 

than
 

boys
 

in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and
 

the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shows
 

a
 

tendency
 

of
 

growth
 

with
 

the
 

rise
 

of
 

grade 
 

3  
 

moral
 

sensitivit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have
 

a
 

concurrent
 

and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moral
 

foundation
 

on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Some
 

advic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mor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are
 

offere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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